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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新发展阶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引擎，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会影响区域高级人力资本，并对周边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31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以及城镇化水平和高级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增长，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水平和高级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中具有门槛效应；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因此，我国应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各地均衡充分的发展，促进高级人力资本的增长，加速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迈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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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regional advanced human capital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reshol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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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boost engin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age.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will affect regional senior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surrounding area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ial levels from 2011 to 2020, this study uses spatial Durbin model and threshold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regional senior human capital, as well as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urbanization level and senior human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economy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regional advanced human capital, and has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Urbanization level and advanced human capital have threshold effect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advanced human capital.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regional advanced human capital is heterogeneou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refore, our country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digital economy, rationally allocate resources, promote the balanced and full development of all places, promote the growth of senior human capital,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big human resource country to a strong human capital country, and achieve a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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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数字经济作为我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战略支撑。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endnoteRef:0]]，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41.5%。自G20峰会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定义开始，全球170余个国家陆续发布了数字经济强国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作出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已推动全球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0: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R].北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04-27. ] 

然而，随着数字化转型进展的深入，企业对拥有数字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也逐渐提高。在人才需求方面，我国数字人才总体缺口约在2500万至3000万左右，且缺口仍在持续放大。整体数字人才供不应求的同时，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人才需求更加旺盛。《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指出[[endnoteRef:1]]，在数字产业化人才方面，人工智能面临着人才总量与质量的双重欠缺，算法研发与开发人才紧缺度最高，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技术方向需求尤为旺盛。在产业数字化人才方面，未来三年智能制造数字人才供需比预计将从1：2.2扩大至1：2.6，到2025年，行业数字人才缺口达550万人，不足以支撑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1: [] 人瑞人才联合德勤中国.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03-17. ] 

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高校扩招极大地增加了中国高级人力资本的供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高级人力资本规模最大的国家[[endnoteRef:2]]。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而我国的经济体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规模，我们需要以高级人力资本的提升为目标，以人口质量的提高促进人口规模优势的释放，从而助力我国的经济发展。鉴于此，思考如何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的势头促进高级人力资本的扩张，从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 [] 程锐,马莉莉.高级人力资本扩张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国际贸易问题,2020(08):36-51.DOI:10.13510/j.cnki.jit.2020.08.003.] 

2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2.1 数字经济与高级人力资本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发现，虽然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了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关系[[endnoteRef:3]，[endnoteRef:4]]、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发展[[endnoteRef:5]，[endnoteRef:6]]、数字经济与人才培养[[endnoteRef:7]]等，鲜少有学者关注数字经济与高级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3: [] 高岳林,秦取名,王苗苗.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3,(22):30-35[2023-12-11]https://doi.org/10.13546/j.cnki.tjyjc.2023.22.005.]  [4: [] 宋彩霞,乔翠霞.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服务业发展的视角[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7[2023-12-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1.1027.C.20231123.1320.002.html.]  [5: [] 蒋向利.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J].中国科技产业,2022,(02):14-19.DOI:10.16277/j.cnki.cn11-2502/n.2022.02.007.]  [6: [] 胡跃蓝.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效应测度与统计评价[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1,42(10):56-60.]  [7: [] 王磊,苗春雨.数字经济背景下高校数字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究[J].中国大学教学,2023,(07):25-33.] 

一是数字经济的空间集聚。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各地区也逐步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投入，但由于各地区经济水平、投入程度和创新产出等的不同，且地理上的空间距离无法被弱化，资源分布会产生不均，从而导致各地区之间显现出不同程度的集聚。余紫菱等（2022）认为数字经济空间集聚度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的地理特征，落后地区的集聚水平相对较低[[endnoteRef:8]]。周国富等人（2023）指出人力资本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存在空间异质性[[endnoteRef:9]]。姚震宇（2023）认为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具有类似的空间集聚特征[[endnoteRef:10]]。 [8: [] 余紫菱,任孟成,马莉莉.数字经济空间集聚对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07):28-34.]  [9: [] 周国富,董子祎,申博.人力资本集聚、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消费”协同升级[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45(06):70-84.DOI:10.13781/j.cnki.1007-9556.2023.06.006. ]  [10: [] 姚震宇.区域市场化水平与数字经济竞争——基于数字经济指数省际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J].江汉论坛,2020(12):23-33.] 

二是高级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长期以来，我国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但仍无法满足当前经济发展对高级人力资本的需要，各地区纷纷出台相应政策以期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这也恰恰形成了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张军涛等人（2021）认为人力资本具有自发评估地区发展前景并追求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本质属性，会导致失衡，形成集聚[[endnoteRef:11]]。泥霓（2023）研究发现，丰厚工资报酬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吸引周边地区人力资本集聚，导致人力资本单方向流动和集聚凹陷现象[[endnoteRef:12]]。郑艳艳等（2020）认为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流动性，高级人力资本会流向更能发挥自身价值的地方[[endnoteRef:13]]。 [11: [] 张军涛,翟婧彤,贾宾.城市规模与人力资本技能溢价: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J].统计研究,2021,38(02):73-86.DOI:10.19343/j.cnki.11-1302/c.2021.02.006.]  [12: [] 泥霓.产业结构服务化对人力资本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对北京、上海、广东的SpVAR分析为例[J].技术经济,2023,42(01):64-76.]  [13: [] 郑艳艳,路美弄.人力资本集聚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机制研究[J].改革与开放,2020(23):97-100.DOI:10.16653/j.cnki.32-1034/f.2020.023.021.] 

三是数字经济与高级人力资本的关系，数字经济的稳步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给人力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人力资本的跨区域流动进一步加剧了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空间性影响。高素质人才在择业和就业时也倾向于去往数字经济发展更好的区域，因为这些区域能够给高级人才提供有助于发挥自己优势和能力的岗位。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替换和淘汰一些低级人力资本，优胜劣汰的规则进一步倒逼着地区人力资本的高级化。李梦娜、周云波（2022）证明了无论是从区域划分角度还是从中心及外围城市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均能提高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水平[[endnoteRef:14]]。部分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吸引着人力资本的集聚，尤其是高级人力资本[4]。孙焱林等人（2022）证明数字经济会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调节人力资本配置效率[[endnoteRef:15]]。 [14: [] 李梦娜,周云波.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结构效应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43 (01):23-38.DOI: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22.01.002 .]  [15: [] 孙焱林,马绍雄,汪小愉.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抑制了经济周期协同性吗?[J].经济问题探索,2022(08):14-36.] 

（二）2.2 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影响的异质性和门槛效应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且各个省份间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影响的异质性研究中，代宇杰等（2023）指出东部地区有更好的经济环境与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使得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区域人力资本；中部地区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指导下，努力弥补与东部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在“数字鸿沟”下实现人力资本的进一步高级化[[endnoteRef:16]]。吴继英等（2022）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省域分异较大，东部和南部区域属于数字经济发展高梯队，西北地区属于数字经济发展低梯队，呈现“东南强，西北弱”的区域发展格局[[endnoteRef:17]]。高晓清等人（2022）研究发现各省份之间高层次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巨大[[endnoteRef:18]]。郭贝贝（2023）也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均稳步提升，但区域间差异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endnoteRef:19]]。 [16: [] 代宇杰,熊云飚.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效率[J].新疆农垦经济,2023,(01):27-38+80.]  [17: [] 吴继英,张一凡.数字经济空间分布格局、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36(07):42-55.]  [18: [] 高晓清,杨洋.我国研究生人力资本集聚的地区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07):70-79.DOI:10.16750/j.adge.2022.07.011.]  [19: [] 郭贝贝.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时空差异[J].统计与决策,2023,39(17):95-100.DOI:10.13546/j.cnki.tjyjc.2023.17.017.] 

在以往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中，谢国根（2023）研究发现，不同数字经济水平下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低水平的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本难以实现高级化[[endnoteRef:20]]。李翔等（2023）提出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协调匹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人力资本水平无法满足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时，它们之间的不匹配关系可能会产生负向牵制。因此，考虑不同人力资本水平条件下，数字经济对其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效应[[endnoteRef:21]]。 [20: [] 谢国根,蒋诗泉,赵春艳.数字技术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机制及路径研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的检验[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3,43(09):17-29.]  [21: [] 李翔,李栋晓,刘鸿艳.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优化[J].上海节能,2023(10):1435-1449.DOI:10.13770/j.cnki.issn2095-705x.2023.10.006.]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数字经济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
H2:数字经济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
H3: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具有异质性。
较之于现有研究，本文的创新性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数字经济和高级人力资本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研究，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揭示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且进一步拓展我们对此领域的认知，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解释，阐述数字经济如何促进高级人力资本的提升；二是加入异质性分析及门槛效应，探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门槛变量下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影响的变化，更加充实了这一影响机制，为各区域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参考。
三3、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一）3.1 模型构建
13.1.1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bookmark: _Ref417187552]在进行空间计量时，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构建一个空间权重矩阵，以度量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为了细致地考察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以及其相邻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构建了空间邻接矩阵和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了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参照以往的研究经验[[endnoteRef:22]]，首先构建如下的空间静态杜宾模型： [22: [] 陈纯槿.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共教育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10):80-91.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3.10.007.] 

                  W             （1）
其中，Y代表高级人力资本，ρ代表空间自相关系数，W是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β表示解释变量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X代表所有解释变量的暂元， θ为空间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表示邻近地区解释变量对地区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μ和ν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估计的参数向量，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ε表示残差项。 
由于该空间静态杜宾模型主要探查的是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并未考虑到变量本身的时间和空间滞后性。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构建动态的空间杜宾模型：
W  （2）
其中，是加入了因变量的空间滞后一期，为相应的参数，为因变量滞后一期的权重矩阵，是相应的参数。当0时，代表动态时间滞后模型；当且0时，代表动态空间滞后模型；当0且0时，代表动态时空滞后模型。
2.3.1.2 门槛效应模型构建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影响高级人力资本的多阶段非线性门槛效应，本文借鉴Hansen的门槛效应检验方法[[endnoteRef:23]]，构建门槛效应模型： [23: [] 寇冬雪,张彩云.数字经济影响产业集聚模式的分析——基于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J]. 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23,35(05): 75-87.] 


(Humh)+(Humh)+...+(Humh)+(Humh)+         （3）
(Urban)+(Urban)+...+(Urban)+(Urban)+       （4）

其中，本文的门槛变量设置为被解释变量高级人力资本以及城镇化水平，即Humh和Urban，K代表本文的控制变量，i表示省市，t表示时间，表示待估计的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若(·)内的表达式为真，则I取值为1，否则I取值为0。
3.2 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不包含港澳台地区）2011-2020年样本的观测值进行研究，缺失值采用ARIMA模型进行填补。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l)。本文选取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相关从业人数、互联网相关产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了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endnoteRef:24]]，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24: [] 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郭峰,王靖一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2020(04):1401-1418.] 

被解释变量：高级人力资本(Humh)。本研究根据受教育程度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初级人力资本、中级人力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三种。其中，初级人力资本=小学人口比例（含中专）人口比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控制变量：（1）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3）对外开放程度，采用货物进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4）社会消费水平，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总额除以报告期年平均人口的比值。（5）研发强度，采用RD经费内部支出占各省GDP的比重。（6）创新水平，取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的对数。表1为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水平
	310
	0.371
	0.174
	0.0773
	0.982

	被解释变量
	高级人力资本
	310
	3.126
	1.622
	0.944
	10.08

	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
	310
	0.581
	0.131
	0.228
	0.896

	
	外商直接投资
	310
	0.0187
	0.0151
	0.0012
	0.0796

	
	对外开放程度
	310
	0.261
	0.293
	0.00760
	1.548

	
	社会消费水平
	310
	0.382
	0.0681
	0.222
	0.538

	
	研发强度
	310
	0.0163
	0.0114
	0.00190
	0.0644

	
	创新水平
	310
	9.429
	1.587
	4.394
	12.29



4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4.1 数字经济与高级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数字经济与高级人力资本的空间相关性，本文在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的基础上，利用stata等计量软件，通过全局莫兰指数对全国31个省份在2011—2020年期间的数字经济和高级人力资本进行了空间自相关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高级人力资本的全局莫兰指数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莫兰指数均为正数，说明各省域的数字经济和高级人力资本在空间上存在显著正相关。
利用局部莫兰指数，可以方便地评估某一特定区域的空间相关性水平，限于
篇幅原因，本文呈现的局部莫兰图仅仅展示2011年和2020年的数字经济水平，呈散点图的形态。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数字1-31所代表的是我国31个省份[footnoteRef:1]。从图1中可知，各省份区域数字经济水平的莫兰指数大多集聚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反映出数字经济在局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显著，省域间数字经济的莫兰指数从2011年的0.2876降低到了2020年的0.2008，说明数字经济的空间相关性呈现下降趋势，而且不同省份之间的差距也较为明显，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存在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 [1: 注： 31个省份的排列依据国务院和民政部以正式公文的形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域确立的排列顺序，它们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表2 数字经济与高级人力资本的空间相关性
	年份
	             数字经济
	     高级人力资本

	
	Moran’s I
	z值
	Moran’s I
	z值

	2011
	0.2876**
	 2.9102
	0.2192**
	2.6196

	2012
	0.2868**
	 2.9340
	0.2429**
	  2.8925

	2013
	0.2603**
	 2.6780
	0.2703**
	2.9955

	2014
	0.2298**
	 2.4560
	0.2846**
	3.0953

	2015
	0.2170**
	2.3463 
	0.3303**
	 3.4103

	2016
	0.2292**
	2.4906
	0.3277**
	3.3782

	2017
	0.2292**
	 2.4596
	0.3220**
	 3.3169

	2018
	0.2307**
	 2.4278
	0.3484**
	3.5497 

	2019
	0.2106**
	 2.2619
	0.3056**
	 3.1712 

	2020
	0.2008**
	  2.1901
	0.3067**
	 3.2357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具体来说，在第一象限，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呈空间正相关的状态，表明数字经济水平高的省份周边的省份数字经济水平也较高，如上海、江苏、浙江；在第二象限，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呈空间负相关，数字经济水平低的省份被较高水平的省份包围，如江西、河北；在第三象限，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呈空间正相关，数字经济水平低的省份被同样较低的省份包围，如湖北、河南；在第四象限，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同样呈空间负相关，数字经济水平高的省份周围集聚的均为数字经济水平较低的省份，如广东。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和高级人力资本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作用机制。随后需要验证本文适合哪种空间模型，本研究进行了LM检验，Hausman检验以及LR检验，限于篇幅原因不展示结果，检验均证明本文应选择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image: ][image: ]
图1 2011年和2020年数字经济散点图
4.2 （二）静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及周边省份的溢出效应，本研究基于邻接矩阵构建了空间静态杜宾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静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
	
	(1)
	(2)
	(3)
	(4)

	VARIABLES
	Main
	Wx
	Spatial
	Variance

	
	
	
	
	

	数字经济
	3.376***
	-12.325**
	
	

	
	(0.00)
	(0.03)
	
	

	城镇化水平
	4.125***
	8.899**
	
	

	
	(0.00)
	(0.01)
	
	

	外商直接投资
	-12.620***
	27.811**
	
	

	
	(0.00)
	(0.03)
	
	

	对外开放程度
	-1.222***
	-4.163***
	
	

	
	(0.00)
	(0.00)
	
	

	社会消费水平
	-1.410***
	2.041
	
	

	
	(0.00)
	(0.30)
	
	

	研发强度
	70.796***
	212.779***
	
	

	
	(0.00)
	(0.00)
	
	

	创新水平
	-0.195***
	-0.755***
	
	

	
	(0.00)
	(0.01)
	
	

	rho
	
	
	-0.479**
	

	
	
	
	(0.01)
	

	sigma2_e
	
	
	
	0.089***

	
	
	
	
	(0.00)

	
	
	
	
	

	Observations
	310
	310
	310
	310

	R-squared
	0.550
	0.550
	0.550
	0.550



从表3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显著为正，而溢出效应则显著为负，表明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会促进本省的高级人力资本发展，但会对邻省的发展产生负向影响；城镇化水平和研发强度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显著为正，且空间溢出效应也显著为正；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程度、社会消费水平和创新水平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显著为负，而社会消费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从空间自相关性来看，其空间自相关系数为-0.479，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相邻的省份在高级人力资本上存在明显的空间性，当一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水平得到提升，其周边省份的资源将会被“挤压”。以上结果均未考虑时空的动态性，不能准确地展示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真实影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验。
4.3 （三）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
由于静态面板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且高级人力资本也存在着一个不断累积的动态变化过程，因此本研究在静态杜宾的基础上加入因变量的时间滞后一期，空间滞后一期和时空滞后一期，构建了时间滞后、空间滞后和时空滞后的动态杜宾模型，可以检验其动态效应以及是否具有时间滞后性和依赖性。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以高级人力资本为因变量的时间滞后一期的估计结果都为正值，且都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前一期的高级人力资本会对后一期的高级人力资本形成正向作用，即各省间的高级人力资本具有动态效应。与静态杜宾模型相反，动态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一个省的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有助于该地区高级人力资本的增长，并且对邻省的发展也具有溢出效应。由于数据在时空上存在动态性，动态杜宾模型更能够捕捉到这种动态关系，从而导致权重系数的变化，以及不同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程度可能不同，动态杜宾模型能够更好地适应数据的整体结构。因此，本研究认为动态杜宾模型的结果更具参考意义，同时也验证了前文的假设H1。

表4 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估计
	
	时间滞后
	空间滞后
	时空滞后

	
	Main
	Wx
	Main
	Wx
	Main
	Wx

	时间滞后一期
	0.546***
(0.00)
	
	
	
	0.862***
(0.00)
	

	空间滞后一期
	
	
	-0.851*
(0.06)
	
	-0.417*
	

	
	
	
	
	
	(0.10)
	

	数字经济
	0.123*
(0.08)
	0.339***
(0.00)
	0.133*
	0.818*
	0.090***
	0.335*

	
	
	
	(0.08)
	(0.06)
	(0.01)
	（0.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ho
	0.655***
(0.00)
	0.560**
(0.04)
	0.401**
(0.04)

	sigma2_e
	0.038***
(0.00)
	0.040***
(0.00)
	0.044***
(0.00)

	N
	279
	279
	279
	279
	279
	279

	R-squared
	0.659
	0.659
	0.104
	0.104
	0.955
	0.955



4.4 （四）门槛效应检验
本研究选取了城镇化水平和高级人力资本作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分析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时，通过了双重门槛的检验，表明在城镇化水平的门槛值达到0.2393和0.5387时，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可能原因可能在于：高城镇化水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较高，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丰富，数字经济的红利更容易释放[[endnoteRef:25]]。 [25: [] 李翔,李栋晓,刘鸿艳.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优化[J].上海节能,2023(10):1435-1449.DOI:10.13770/j.cnki.issn2095-705x.2023.10.006.
[27] HANUSHEK A,WOESSMANN L.The Knowledge Capital of Nations: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Growth[M].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5. 
[28] Hansen B E.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 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2):345-368.
[29] 杨元利;蒙芹.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以人力资本为中介的实证[J].商业经济研究,2023,(20):110-114.
[30] 闫绪娴;郭伟.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区域经济韧性?[J].现代经济探讨,2023,(10):33-42.DOI:10.13891/j.cnki.mer.2023.10.003.

[作者简介] 蔡文伯(1962—)，男，籍贯新疆，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塔里木大学 “昆仑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和教育经济学研究；郝佩(2000—)，通信作者，女，籍贯湖北，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 

以高级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时，只通过了单一门槛的检验。说明当高级人力资本水平达到门槛值0.2798时，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会发生变化。可能是因为人力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会形成人力资本集聚，使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从而提升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验证了假设H2。

表5 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个数
	门槛值
	F值
	P值
	临界值

	
	10%
	5%
	1%

	城镇化水平
	单一门槛
	0.2393
	52.43
	0.00
	13.4264
	18.4698
	26.0292

	
	双重门槛
	0.2393
	20.14
	0.02
	13.0373
	15.9911
	20.6223

	
	
	0.5387
	
	
	
	
	

	
	三重门槛
	0.8755
	17.83
	0.22
	28.2916
	39.8549
	66.6586

	高级人力资本
	单一门槛
	0.2798
	40.90
	0.00
	17.8566
	21.8159
	25.6431

	
	双重门槛
	0.2798
	10.92
	0.26
	15.3437
	18.8324
	24.3182

	
	
	0.0853
	
	
	
	
	



4.5 （五）异质性检验
由于我国不同省份发展差异较大，尤其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因此，本研究将我国31个省分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进一步研究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以及邻省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异质性检验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数字经济
	-0.043
	0.095
	6.643*
	7.606*
	-0.417
	0.670*

	
	（0.208）
	（0.357）
	（2.753）
	（3.039）
	（0.219）
	（0.32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110
	80
	120

	R-squared
	0.238
	0.621
	0.407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从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从东部地区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反而对高级人力资本有负向的直接影响，而对邻省的高级人力资本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邻近省份数字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本地的直接影响为负，但会给东部地区带来外溢。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的某些省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高级人力资本会随之向周边扩散。中部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说明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会促进本省的高级人力资本增长，也会对邻近省份产生外溢，促进邻近省份的高级人力资本增长，可能是因为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引导，中部地区数字经济逐步发展，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弥补了“数字鸿沟”，且中部地区拥有较大的“后发优势”。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的直接效应为负，但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表明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会产生外溢效应，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人口规模较小，而且年轻劳动力倾向于流向邻近经济发达的城市群。因此，会削弱数字经济对本省高级人力资本的正向推动作用。假设H3得到了验证。
5、结论与建议
（一5.1 ）研究结论
当前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成为稳发展促转型的重要推手，而高级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促进创新，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以数字经济推动高级人力资本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省的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的基础上，检验了东、中、西部地区影响的异质性，并加入了城镇化水平和高级人力资本的门槛变量进行测度。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我国数字经济水平和高级人力资本都具有空间自相关的特点，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且数字经济的空间自相关性呈下降趋势，但总体趋于平稳状态；数字经济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一个省的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有助于该省高级人力资本的增长，并且对邻省的发展也具有溢出效应。
第二，城镇化水平和高级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中发挥门槛效应。城镇化水平具有双门槛效应，而高级人力资本仅通过单一门槛的检验，使得数字经济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
第3， 数字经济对区域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高级人力资本有负向的直接影响，中部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高级人力资本的影响的直接效应为负，但间接效应显著为正。
（二5.2 ）政策建议
参照前文分析与研究的结论，对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高级人力资本不充分和地区间差异较大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高级人力资本增长。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显著促进本地区高级人力资本的增长，甚至对邻省产生溢出效应，因此要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首先，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应制定清晰的政策框架，包括鼓励创新的财政激励、完善数据治理的法规体系以及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应强化国际合作，促进数字经济的全球发展，共同应对数字化时代面临的跨国性挑战。其次，企业应该加强数字化转型，加大对先进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链升级，通过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第三，社会应加强对数字经济的普及和推广，提高公众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水平，鼓励创业文化，支持数字经济领域的初创企业，还应关注数字鸿沟问题，努力实现数字经济的普惠性，确保每个社会群体都能分享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此外，教育部门也应该加强数字化人才的培养，调整课程设置，加强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的培养，培养适应数字经济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为数字经济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推动产学研结合，提供实践机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数字经济的理论和技术。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
第二，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培养高级人力资本。首先，政府应制定明确的创新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提高研发经费投入，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实践，通过税收激励、产业政策等手段推动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同时可通过设立奖学金、科研项目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鼓励高校开设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前沿课程，并推动产学研合作，加强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其次，企业应建立创新导向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提出创新点子，并设立奖励机制以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加大对研发团队的资金支持，提供创新实验室和研发平台，可以与高校、研究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此外，教育机构应调整课程设置，紧密结合产业需求，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际应用能力，加大对科研团队的支持，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源和机会，鼓励教职员工参与产业项目，建立与企业的校企合作机制，使高校的人才培养更贴近实际需求。总之，通过政府、企业、教育等多方面的协同努力，我们有望实现创新投入力度的提升和高级人力资本的培养，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种跨领域的合作与创新将成为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三，合理配置各地资源，促进人力资本流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力资源的流动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政策差异、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源的流动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合理配置各地资源，促进人力资本的流动。首先，政府可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这些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同时，可以制定更加灵活的政策，鼓励人才向这些地区流动，如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薪酬待遇和安家落户政策等。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企业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力度，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其次，教育和培训是促进人力资本流动的重要手段。政府可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教育质量，特别是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开展内部培训和职业规划等方式，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和素质，增强其适应性和竞争力。此外，社会组织和培训机构也可以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和职业规划活动，帮助人们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增强其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总之，合理配置各地资源，促进人力资本流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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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 = 0.2008 and P-value = 0.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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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 = 0.2876 and P-value = 0.0036)

21

BFEF2011
3
14
7
® o'
206 5 T
2
2 -





